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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布成良 成阳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 

在党的百年历史长河中，遵义会议以实现伟大历史转折被载入史册。1935 年 1月 15 日至 17日，中共中央在贵

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

尖锐批评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实行单纯防御、在战略转移中实行逃跑主义的错误。经过激烈民主讨

论，会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是“党

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后来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又由周

恩来、王稼祥、毛泽东三人小组全权指挥军事，毛泽东从此参与了党内最高军事指挥，开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

新的领导，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回望遵义会议，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认真总结。 

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为党和革命事业转危为安、不断打开新局

面提供最重要的政治保障 

遵义会议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召开的。1943 年 12 月，张闻天在回忆遵义会议时

指出：“没有遵义会议，红军在李德、博古领导下会被打散，党中央的领导及大批干部会遭受严重的损失。遵义会议在紧急关

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因此，1945 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这次会议开始了以

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 

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对中央长达四年的领导，摆脱错误羁绊的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翻雪山，

过草地，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完成这一惊天

动地壮举的关键，是要有一个成熟的领导集体。中国共产党在生死攸关的时刻作出了正确的选择。邓小平多次指出：“从陈独

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他

认为，“从陈独秀起，一直到遵义会议，没有一届是真正成熟的。在这中间有一段时间，说是要强调工人阶级领导，就勉强拉

工人来当领导。我们党的历史上，真正形成成熟的领导，是从毛刘周朱这一代开始”。 

抓住最主要的问题，解决最突出的矛盾，正确解决党的路线问题 

2021 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谈到遵义会议时指出，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

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

央领导集体，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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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油画沈尧伊 

路线关乎革命前途，关乎党和国家命脉。中央红军到达遵义时，已由长征出发时的 8.6 万人锐减到 3 万多人。1961 年 6 月

21 日，毛泽东在同外宾的谈话中指出：“一万两千五百公里的长征是光荣的，但实际上是由于犯了路线错误，被敌人追赶得不

得不走的。” 

除了军事路线错误外，组织路线、政治路线也存在许多问题。如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博古、李德将黎川失守和浒湾战斗失

利完全加罪于萧劲光（红军闽赣省军区司令员，红七军团政委）一人。1934 年 1月 6日，在瑞金对萧劲光进行公审，称其为“罗

明路线在军队中的代表”，判处 5 年监禁徒刑，开除党籍、军籍。经过毛泽东、王稼祥等人的坚决斗争，萧劲光被关一个月后

即安置到红军大学当战术教员。20世纪 80年代萧劲光在回忆此事时说：“我得以释放，能活到今天，是毛主席同‘左’倾机会

主义者坚决斗争的结果。”政治上当时也实行“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坚持过左的土地政策，批判所谓“富农路线”、推

行宗派主义的过火斗争和肃反等等。 

但是，遵义会议并没有清理“左”倾领导者在政治路线上的错误，相反，在《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

的决议》中还认为“政治局扩大会指出过去党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对于我们党的整个路线说来，不过是部分的错误。”同年 2

月 8 日通过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明确指出，“五次‘围剿’中党的总的

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不能粉碎‘围剿’的主要原因，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即我们在军事领导上犯了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

违反了中国国内战争中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 

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客观的战争环境。1933 年 9 月，蒋介石调集 100 万军队对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大规模军事

“围剿”，其中 50万军队直接用于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当时处于没有根据地、敌人前堵后追的被“围剿”境地，战争的

胜负是当时关系革命成败的主要问题，红军的生存至关重要，政治路线问题可以留待以后讨论。二是党内思想还不一致，多数

同志当时还没有认识到政治路线的错误。遵义会议上凯丰替博古辩护，“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李德“完全坚决的不同

意对于他的批评”；博古“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后来在党的七大发言中，博古说，在遵义会议上，“我个人是

不认识错误的，同时不了解错误，我只承认在苏区工作的政策上有个别的错误，在军事指导上，有个别政策的错误，不承认是

路线的错误，不承认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不但在遵义会议没有承认这个错误，而且我继续坚持这个错误，保持这个‘左’

倾机会主义的观点、路线，一直到一九三五年底一九三六年初瓦窑堡会议”。遵义会议解决最突出的矛盾，在当时历史条件下，

对于保持党的团结统一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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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自觉、自主掌握革命领导权 

遵义会议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的一个关键节点，自此开始了我党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历程。中国共产党

二大后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遵义会议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基本上是根据苏联的指示及其共产国际驻

中国代表的意见，处理中国革命的各种问题。30 年代临时中央成立时，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的命令，在上海设立了临时中

央政治局来负责工作，由卢福坦、陈云、康生、博古、洛甫和李竹声组成，后面三个人不是中央委员，由博古负责政治领导。 

李德本来只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一个军事顾问，但博古却把他捧为“太上皇”，什么事都听他的。曾任第二野战纵队（也称

红章纵队）司令员兼政委、遵义会议召开时担任地方工作部部长的李维汉回忆说，“如果没有遵义会议，仍让李德瞎指挥下去，

全党全军都有陷入覆灭的危险”，“遵义会议是我党破天荒第一次独立自主地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正确

地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遵义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自觉、自主掌握革命的领导权，在政治上逐步走向成熟。遵义会议

后不久，毛泽东欣然作诗：“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以党的利益为重，坚持真理、顾全大局，坚决拥护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 

贯彻执行遵义会议精神，就要不计较个人名誉、地位和利益得失，要在追求真理、坚持真理的基础上顾全大局，紧密团结，

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最终赢得胜利。许多老一辈革命家为我们做出了表率。博古是

遵义会议主要批评对象。1935 年 2 月 5 日在云贵川交界一个叫“鸡鸣三省”的村庄，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负

总的责任。当时，有人劝博古不要交权，博古没有听，认为应该服从集体决定。张闻天夫人刘英回忆说：“所谓交权，就是把

几副装有中央重要文件、记录、印章的挑子交出来。”此后这几副挑子长征中就跟张闻天走了。博古后来在党的七大发言中说，

“左”倾教条主义政治路线是“完全同现实不相适应的倒行逆施的一条路线”，当时“我是中央的总负责人，我是这条路线所

有一切错误发号施令的司令官，而且这条路线在这个时期所有各方面的错误，我是赞成的。各种恶果我是最主要的负责人，这

里没有‘之一’，而是最主要的负责人”。博古思想改变后，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长征开始时，周恩来是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三人团”成员，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

的“副报告”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反“围剿”战争中在战略战术方面存在的问题，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同时也诚恳地进行了自我

批评。遵义会议增选毛泽东为常委，并“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但周恩来不计个人得失，自觉把自己置于助手

的地位，让毛泽东全权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后来张国焘搞分裂，周恩来又让出红军总政治委员，使党最终没有发生分裂，用

说服教育的方法把全党团结起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几经挫折和失败而走向胜利，正如杨尚昆同志曾说过的，一方面是由于

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像恩来同志这样一些党的负责人，在血的教训面前，以党的利益为重，胸怀宽广，服

从真理，坚决拥护和信赖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 

中国共产党具有勇于自我革命的鲜明品格，敢于刀刃向内，一次次拿起手术刀革除自身病症，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

自我革新、自我提高。《遵义会议决议》指出：“政治局扩大会指出过去党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这种错误也不足以使我们

悲观失望。党勇敢的揭发了这种错误，从错误中教育了自己，学习了如何更好的来领导革命战争到彻底的胜利。党揭发了这种

错误之后，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强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我们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

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让遵义会议的恒久价值和旺盛生命力，能够超越时空，焕发出新的时代价值，成为激励和引领一代

又一代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奋力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强大动力。 


